


直面拐点: 历史视野下中日关系

的演进与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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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历史的视野下，1895 年结束的甲午战争构成了中日关系第

一个大周期的终点和第二个大周期的起点。与 19 世纪中叶后出现中日关系第

一个大周期“拐点”的情况相对照，经济上综合实力的接近及相互依赖关系

的变化、政治上战略合作向战略合作与竞争的变化、思想意识上相互认知及

情感态度的变化表明: 中日关系正面临中日关系史上第二个大周期的 “拐

点”，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强弱”关系首次呈现“强强”相向的局面。“拐

点期”不仅是变数增加的敏感期，也是中日关系的重构期，安全地度过“拐

点”是中日两国共同担负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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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9 月，中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关系。40 年来，两国的友好

合作硕果累累，成就斐然，特别是经济、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

度，更是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然而在另一方面，与中日复交后的

前 20 年相比，后 20 年两国政治层面上的磕磕绊绊，地缘安全领域的相

互防范、牵制和反制，历史认识及领土、领海争议等横亘在两国间极易

刺激民众神经的若干敏感问题，短期内看不出从根本上解决的希望，两

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互信度，也已下滑到堪忧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

说，构建长期稳定、良性互动的中日关系，中日双方需要付出艰苦的努

力，所谓“路漫漫其修远”。

—02—



直面拐点: 历史视野下中日关系的演进与现实思考 □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交往已有超过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古人

云: “疑今者，察之古; 不知来者，视之往。”① 两千年的中日关系究竟

是怎样走过来的，留给世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今天的中日关系处在什

么历史位置，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本文拟从历史的长焦出发做一探讨。

一 古代中日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埃及、印度、两

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曾绽放出世界早期文明的四朵奇葩，而与其他三大文

明的相继凋零相对照，能够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保持长盛不衰的文明之

花，唯有汉族这只“不死鸟”所创造的源于黄河流域的东亚文明，日

本、朝鲜及越南等则长期处于其 “卫星文明”的位置。②

的确，黄河文明使中国率先跨入了世界古代文明之域，这一文明的

扩展和辐射，成就了以中国为中心、近邻民族和国家为边缘的东亚文明

和区域秩序。自不待言，这一 “秩序”或曰 “华夷体系”之所以成立

的必要前提条件，是中国的绝对先进和强大。据此，中国历代皇朝统治

者掌握了区域的领导权或主导权，并主要通过 “王道”的教化来处理

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通过朝贡册封确立的宗藩关系不过是维系

区域秩序稳定的外在形式。在这一体系下，古代东亚即便存在未受中国

皇帝册封的政治上独立甚至与中国对抗的 “国家”，也无法从根本上摆

脱经济文化上对强势中国的依赖。

就古代的中日关系而言，截至 1840 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可

以说文明视角下两国在东亚的中心与边缘位置始终未变，但这并不意味

着两国关系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日本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对中国

的依附状态一成不变。

中日间的“官方”交往始于公元前 1 世纪前后，据中国正史记载，

汉武帝置朝鲜四郡后，倭人“以岁时来献见”。③ 公元 57 年，“倭奴国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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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形势篇》。
参见山本新、秀村欣二编: 《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文化》，西安: 陕西

人民出版社，1988 年。
参见班固: 《汉书·地理志》，北京: 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3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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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朝贺”，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① 238 年，邪马台女王国使者难生米

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诏赐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②

两晋、南北朝时，倭人的朝贡愈加频繁，5 世纪初统一了日本的大和国建

立后，先后执政的“倭五王”均遣使至中国朝贡，接受南朝皇帝册封。

倭王珍、济、武的使者甚至带着拟好的册封文本胁迫中国皇帝承认其封

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

东将军”、“倭国王”、“安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征东大将军”等

倭王得到的封赐表明，当时的日本业已脱离野蛮之境，开始在中国的东

方迅速崛起并威压朝鲜。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隋朝以前中华文明的

高度发展，铸就了中国在东亚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这种强势不仅助长

了历代皇朝统治者威仪天下的欲望，也产生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竞相向中

国学习、靠拢的巨大引力。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交通运输条件的

限制，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无法形成规模，两国的交往

主要局限在政治层面，此期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

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中日垂直性宗属关系的性质未变，当时的日本是

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并接受中国皇朝册封的东亚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

对日本来说，这种关系的成立既是其脱夷亲华的客观需要，也是其不同

性质和规模的“政权”一经中国皇朝认可便能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主观诉

求; 对中国来说，这种关系既满足了帝王的虚荣，也维持了周边的稳定。

隋唐时期，中日之间的全方位交流臻于鼎盛，人员往来上留下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佳话。然而，忽视同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不是历

史学者应有的态度。607 年，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赴隋并

呈国书，内称: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③ 隋 炀 帝 “览 之 不

悦”，并在复倭王的国书中刻意写明 “皇帝问倭王”，以示尊卑高下。④

但在小野妹子再次访隋所递交的国书中，只是稍许改变了措辞，以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⑤ 之语，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欲与中国对等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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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范晔 :《后汉书·东夷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906 ～1907 页。
参见陈寿: 《三国志·魏书》，北京: 中华书局，2010 年，第 635 页。
魏征: 《隋书·倭国传》，北京: 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226 页。
《日本书纪》，推古 16 年 8 月条。
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鍼貞·大野晋校注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68 日本書纪

下?、岩波書店、1978 年、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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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立场。唐建国后的 630 年，倭国派出首批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

民遣新州刺史高表仁随倭使回访，结果又发生了高对倭国以对等之礼接

待上国来使不满，以致不宣国书而返的 “争礼事件”。这表明，在东亚

地缘关系中，此时日本的政治立场已经改变，它要脱离传统的华夷册封

体系，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身份，与中国开展 “对等的国交”①。到

唐高宗在位时，中日两国的政治分歧演化为首次直接的军事对抗。当时，

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在日本支持下大举侵略唐朝藩属国新罗，唐朝在新罗

国王的苦苦请求下出兵相救。663 年，唐朝大军在朝鲜白江口与增援百济

的倭国水军展开激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②。是役后，唐

朝以德报怨，对日采取绥抚政策，日本则从惨败的教训中重新认识了与

中国的差距，摆正了自己在东亚秩序中的位置，进而潜下心来开始了向

中国的全方位学习。白江口之战后，中日双方的政策应对和互动，化解

了极为紧张的敌对状态，带来了两国间长达两个世纪“友好”交往的局

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日本统治者不再接受中国皇帝册封，故

在唐朝构建的庞大东亚华夷体系中，日本虽然尽情地沐浴着中华文明的

恩泽，但在政治上却已是若即若离于这一体系的“不在编”成员。

唐亡后的五代十国、两宋、元时期的近四个世纪，中日民间经济文

化往来继续发展，但政治关系一直处于 “无邦交”状态。在元统治时

期，中日政治层面更是处于水火不容的关系。

进入明代，中日关系大起大落。先是倭寇扰边让朱元璋寝食不安。

再是 1393 年足利义满建立室町幕府后，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时隔

九个世纪后，再次接受明惠帝 “日本国王源道义”册封，开启中日官

方勘合贸易并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之后倭患再起，“终明之世，通

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③。最后

是丰臣秀吉于 1592 年出兵侵占朝鲜，并妄图一举征服中国，迫使明朝

出动大军救援藩属国朝鲜，以致 “自倭乱朝鲜七载，伤师数十万，糜

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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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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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等: 《明史·朝鲜传》，北京: 中华书局，2010 年，第 5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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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初，日本社会进入德川幕府统治。不久，中国也改朝换代，

变成了清朝统治的天下。此后直至 1871 年 《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

中日两国 200 多年无邦交。在幕府推行的锁国政策下，中日两国的交往

仅限于经贸往来层面，并且只允许中国商人来长崎港交易。就政治层面

的关系而言，面对一个在日本看来已经 “华夷变态”但又空前强盛的

中国，日本的基本国策是敬而远之。

由此可见，截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古代中日两国关系无法用

“友好”、“敌对”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因为它经历了友好、合

作、恬淡、竞争、敌对的不同局面，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剪不

断，理还乱”。这种关系留给世人的重要启示或许是，既然中日间原本就

不存在两千年友好的神话，莫不如沉下心来，探讨不同局面下的中日关

系与当时双方的国力状况及政策应对有何因果关系，以为今日之鉴。

二 近代中日两国的博弈

19 世纪中叶，以鸦片战争和 “佩里叩关”为标志，中日两国先后

被欧美列强拖入近代。对此，李鸿章慨叹发生了 “数千年未有之变

局”。这是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讲，东亚再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

域，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东亚体系或华夷秩序已

被打开缺口，最后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列强插手东亚事

务，中日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来自区域外的各种因素。从东亚史的

角度看，面对西力东渐，由于中日两国的思想意识及其政策应对存在明

显差异，中国愈加贫弱，日本则由弱变强，日本发生明治维新后，中日

实力对比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两国关系进入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意义

的“拐点期”。

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的中日关系“拐点期”，经历了鸦

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洗劫的中国一度重整旗鼓，“洋务运动”有

所起色，北洋舰队号称 “东洋第一”，东亚第一大国的地位仍在维持。

反观日本，1868 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效仿西方，断然推行全方位的近

代化改革，国力蒸蒸日上。“拐点期”是一个中日双方综合实力对比渐

趋平衡的过渡期，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 “摩擦”增加、充满变数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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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重构期。然而，在多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中①，日本的选择是 “告别恶

友”②、脱亚入欧，一面与列强周旋，一面与中国展开了东亚地区领导

权的争夺。

1871 年，日本使节软磨硬泡缠住李鸿章等清政府大员，签订了

《中日修好条规》。表面看，近代以来同样背负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中

日两国首次签订内容 “对等”的条约，双方均不失体面，但实际上日

本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日本除了实现法理上与中国对等的夙愿外，还获

得了与中国“对等地”介入地区事务的“根据”。具体说来，中日缔约

后，由于日本成了清朝的“对等国”，中国在琉、朝问题上的对日交涉

陷于被动，而一向认清朝为宗主的琉球和朝鲜，处境则变得更加艰难。

1872 年，日本强制琉球国成为其治下的琉球藩，禁止琉球继续向

中国朝贡及接受册封。1874 年，日本又以 1871 年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土

著杀害为借口，出兵侵略台湾。清政府不愿开启战端，承认日本的行为

是“保民义举”。③ 如此息事宁人的退让，最终导致了 1879 年琉球被日

本正式吞并。

出兵侵台只是日本挑战中国在东亚传统权威的首次 “火力侦察”，

而“初尝胜果”无疑助长了其 “海外雄飞”④ 的野心，接下来朝鲜又

成为其锁定的猎取目标。1875 年，日本寻衅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使

朝鲜于翌年签订不平等的 《日朝修好条约》。1882 年，日本利用朝鲜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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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连横”便是当时日本朝野广泛探讨的话题之一。例如，中村敬吾认为: “今也

我邦与禹域，务当小大相忘、强弱莫角、诚心实意、交如兄弟、互相亲信、不容谗间。有过

相宽恕，无礼不相咎，盖二国所期者，在于同心协力，保护独立，以存亚细亚之权而已矣。”
参见: 小島晋治监修 ?幕末明治中国見闻録集成? 第 19 、ゆまに書房、1997 年、193 頁。

1885 年 3 月 16 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脱亚论》中写道: “为今日

计，我国不可在期待邻国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上犹豫，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

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也不必因邻国而特别关照，只能完全效仿西洋人与之接触之方式处理。
亲近恶友者无法免除恶名。我等于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筹办夷务始末》 ( 同治朝) 卷 98，第 17 页。
“海外雄飞论”是德川幕府中后期出现的一种对外政策思想主张，其代表人物之一吉

田松阴在《幽囚录》中写道: “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衰。故善保国者，不徒毋

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堪察

加、鄂霍次克，晓谕硫球参觐、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

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固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矣。”参见: ?日

本の名著 31 吉田松隂?、中央公论社、1989 年、2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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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兵变，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4 年，日本策动朝鲜东学党发动

甲申政变，驻朝清军应朝鲜国王请求平息了叛乱，日本的图谋再受重

挫。至此，日本彻底明白了要想控制朝鲜，必须首先拔掉清朝这颗

“钉子”。于是，在一片“中国威胁”的鼓噪声中，日本苦心备战十年，

于 1894 年挑起甲午战争并取得完胜。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的历史转折点。战争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中日

两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中传统的主次关系易位和长达两千年的古代东亚体

系彻底坍塌，而且意味着近代日本旨在称霸东亚的恶剧拉开了序幕。更

可怕的是，打败清朝后形成的蔑视型中国观①，不但从思想的底层支撑

了其后日本的对华扩张，而且又随着每次行动的得手而得以固化②，直

到最后以一种无视中国的心态③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甲午战争后至二战结束，中日两国展开了一系列博弈。

《马关条约》签订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给得意忘形的

日本注入了一支清醒剂。德富苏峰坦言，他在听到 “三国干涉”的消

息后，犹如五雷轰顶，接受了 “力之福音的洗礼”， “精神上判若两

人”。④“还辽”事件使日本认识到，中国虽然软弱可欺，但还没到任由

日本独家宰割的时候，在对华政策上，日本还须考虑其他列强的在华利

益，面对俄国这只阻挡日本向大陆扩张的拦路虎，实力不济的日本只能

卧薪尝胆，从长计议。基于此，日本先是附和列强 “保全中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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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甲午战争后，改进党党首大隈重信声明，中国不是西方人所说的“沉睡的雄狮”，而

是只“断了气且四肢已经冰冷的老狮子”。参见: 大隈重信 ?日支民族性论? 前编、公民同

盟出版部、1915 年、12 頁。吉野作造也回忆说: “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

老师———支那的尊敬。唯有武力一点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

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参见: ?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

论集? 第 6 、新纪元社、1947 年、10 頁。
对此，吉野作造写道: “我国已经没有惧怕支那的情况了。庚子事件后，日本看透了清

朝的真实面目，开始与列强一起欺负清国。日本告别了甲午战争后对清国复仇的担忧。……特

别是日俄战争以后，军国日本产生了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支那等狗屁不如。”参见: ?吉

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 第 6 、新纪元社、1947 年、13 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首脑力主一战制服中国 ( 即“对华一击”) ，陆军

大臣杉山元和参谋总长闲院宫觐见昭和天皇时夸下海口说: “一个月内解决 ( 中国) ”，遂使

天皇下了对华开战的决心。参见: 寺崎英成编著 ?昭和天皇独白録·寺崎英成御用秘書日

记?、文芸春秋、1991 年、53 ～ 54 頁。
德富猪一郎 ?苏峰自佾?、中央公论社、1935 年、3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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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暂时收敛单独向中国扩张的冲动; 继而通过参加 1900 年八国联军

镇压中国义和团的 “协调”行动，加入欧美列强俱乐部; 最后是 1902

年与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结盟，并在英国的政治和财力支持下，于

1905 年发动日俄战争，迫使俄国签订城下之盟，从而彻底控制朝鲜并

很快将其纳入版图，原由俄国控制的中国东北南部也变成了日本的势力

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表面保持中立，实际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

的各种政治势力保持“联系”，以求中国政权无论落入何人之手，也能

确保日本的在华权益万无一失。一战爆发后，日本以日英有同盟关系为

借口参战，不但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德属三群岛，而且置中国政府的强烈

抗议于不顾，出兵抢占了德国的在华殖民地青岛。1915 年，大隈重信

内阁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全面控制中国的 “二

十一条要求”。反观中国，世纪之交的前后 30 年可谓风云变幻，步履

维艰。甲午战败的割地赔款、酬谢 “还辽”的权益再割让，戊戌变法、

庚子赔款、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及革命后的动乱，内忧外患不断，中国

在对日关系上完全处于疲于应付的被动状态。

一战结束后，美英主导建立了约束战后世界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

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四国条约》

和《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日英同盟由此废除。会议期间，列强再次确

认了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日本则在会议的压力下，

同意有条件从青岛撤军并放弃 “二十一条要求”中的某些条款。可以

认为，美国是华盛顿会议的最大赢家，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对日交涉

中也有所收获，只有日本因 “放弃”了一战期间向中国扩张的部分

“成果”及后续的军备扩张受到限制而心存不满，与美英的关系明显出

现裂痕。

进入20 世纪20 年代后期，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军阀势

力分崩离析，中国政治统一的前景已经出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

益面临被中国收回的危险，而确保“满蒙特殊权益”却是日本对华政策

的底线。为了使东北与关内隔离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日本之手，关东军急

不可耐地擅自行动，于 1928 年炸死了“不太听话”的东北王张作霖，结

果却弄巧成拙，促使张学良“易帜”，加速了中国的 “统一”。1931 年，

关东军再次采取“下克上”行动，发动“9·18 事变”，武力占领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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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其后，日本以“寸步不让”、“不惜把国家化为焦土”① 的蛮横态度，

拒绝了国际联盟的限期撤军决议并退出国联，再于 1937 年全面侵华、

1941 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始了鲸吞中国、独霸东亚之梦。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泾渭分明: 强势日本

的长期战略目标是控制、统治中国乃至整个 “大东亚”，建立以日本为

霸主的排他性“东亚新秩序”乃至“大东亚共荣圈”; 弱势中国的首要

任务则是自强图存，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与此相联系，由于欧美列强

在中国存在着巨大利益，中日关系已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世界中

的中日关系，因此在甲午战争后直至二战结束的中日博弈中，如何处理

与欧美列强的关系，也是中日两国的重要外交课题。从日本方面看，其

决策层始终存在“协调主义”和 “亚洲门罗主义”两种外交思想及两

条外交路线之争②，前者的策略是与列强“协调”共同瓜分中国，后者

的主张是排他性地独占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独占中国的路线

内，也存在着以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武力威胁为辅的 “和平

扩张方式”和干脆以武力手段解决的路径方法之争。历史进程表明，

以 1931 年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并随后退出国联为界，日本在对外政策上，

“协调主义”已让位于“亚洲门罗主义”; 在对华政策上，“和平扩张方

式”已被武力征服的主手段所取代。从中国方面看，面对日本咄咄逼

人的态势，外交上“以夷制夷”是一种无奈的政策选择，尽管像 “还

辽”后俄法德三国要求“回报”、美英等国要求“均沾”而掀起一轮瓜

分中国的狂潮那样，这种选择所付出的代价是很沉重的，但从长期战略

看，毕竟是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了生存的空间和时间。

三 二战后冷战格局下中日关系的离合

1945 年，日本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以英国首相丘

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标志，对日作战同盟国内部源于意识形态的对

立公开化，世界由此划分为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并进入半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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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社仝問題資料研究仝编 ?帝国议仝谂 ( 13) ?、東洋文化社、1976 年、123 ～ 126 頁。
参见: 江口圭一 ?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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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左右的冷战时期。

二战后初期，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结束盟军占领，恢复国家独

立。这一目标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以 1951 年 《旧金山和约》的

签订为标志得以实现。中国在经过国共内战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庇护下龟缩在台湾一隅。在冷战的大环境下，

美国因素和台湾因素是直接阻碍中日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最大障碍。日

本要恢复主权独立，就必须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而在处理中日

关系时，除了选择支持台湾当局外没有其他选择余地。1952 年，在美

国的授意下，日本与台湾签订 “日台条约”，由此确定了与新中国隔

离、对立的基调。

但是，以吉田茂为代表的历届自民党政府并非不清楚新中国对日本

的重要性，因而在民间及包括自民党议员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压力

下，按照“政经分离”原则，与中国开展了规模有限的 “LT 贸易”

( “廖高贸易”) ，并在人员往来等文化交流上留出了一定的窗口。中国

则在“政经不可分离”的原则下，坚持开展对日“民间外交”，积极与

日本经济、文化及各党派人士沟通，同时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进

行了坚决批判。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由

中国牵头的 “第三世界”作为一股新的势力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

1971 年，联合国在美日等国的反对下，仍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面对这一现实，美国政府重新研判

国际形势，并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为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

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突然访华，向世界传递了美中和好的明确信息。

美国的政策转向，是日本急切寻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提。当然，中日

恢复邦交，既有战后以来两国民间交流日积月累的基础，也离不开两国

政治家审时度势的决断。

1972 年 9 月，田中角荣首相排除 “亲台派”的强烈干扰，毅然访

华并签署《中日联合公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关系。当时，中国政府

和人民以向前看的博大胸怀，宣布放弃战争赔款要求，为中日复交奠定

了良好基础。1978 年，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友好关系得到

进一步确认和提升。1992 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天皇访华。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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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恢复后的 20 年，尽管时而也会听到杂音，但 “友好”是中日关系

的主旋律。在此期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对艰难起步的中国经济现代

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支持①，通过 1991 年 8 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率先

打破了 1989 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 “封锁”。②

可以认为，邦交正常化前后的中日关系犹如冰火两重天，而导致两

种不同局面的主要原因，取决于冷战环境下中美日三国的战略需要。在

当时的三国关系中，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国的立场如何，不仅

“决定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中日关系。当

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浩劫和中苏对抗升级的多事之秋，能够以

现实主义的态度重构国际关系，与势不两立的美、日帝国主义 “握

手”，相逢一笑泯恩仇，同样需要高远的战略视野、宽阔的政治胸怀和

非凡的气魄。日本之所以变被动为主动，在中日关系转换中发挥积极作

用，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和长远经济利益的考虑，负疚感恩的情感也是

客观存在的。③ 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说明，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差异

虽然会构成国家间关系的重大障碍，但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国家间

关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在解释冷战时期中日离合的原因时，丘吉尔的这句名言依然适用。

四 中日关系 “拐点”的出现及其含义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 “转向”，东西方两大

阵营对立的冷战体制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国际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以

此为背景，中日关系的基调逐渐从 “友好、合作”向 “合作、竞争”

方向转变，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内在因素，又主要源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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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锦涛主席 2008 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

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各界友人以不同形式对中国现代化建

设提供了热情帮助。对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事业倾注的心血，中国人民将永远铭

记。”参见《胡锦涛主席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 ( 全文) 》，新华网 2008 年 5 月 8 日。
参见蒋丰: 《对日中关系要有大局观和决断力———访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人民网

2012 年 4 月 24 日，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GB /17728563. html。
参见田庆立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日本学刊》2012

年第 4 期，第 127 ～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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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众自他心理认知的变化。

首先是经济实力对比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化。20 年间，日本经济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历了 “失去的十年”，之后虽然有所起色，也只能

是在低增长中徘徊。从结果看，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 ( GDP) 为 54742

亿美元，是 1991 年的 1. 6 倍。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态

势，年均增长率为 10%左右，加上人民币升值因素，2010 年 GDP 首次

超过日本，为 59847 亿美元，是 1991 年的 15. 9 倍。中日 GDP 对比已

由 20 年前的 11∶ 100 变成 109∶ 100 ( 参见表 1) 。中日双边贸易的变化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逆转。据统计，1972 年至

1991 年，日本的对华贸易依存率 ( 对华进出口贸易额 /对外进出口总

额) 始终低于 5%，而中国的对日贸易依存率始终高于 16%，这表明邦

交恢复后的前 20 年，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是一种非对称关系，即日方

居于主动地位而中方受益度更高。但是 2002 年中日贸易的相互依存率首

次持平为 15. 5%后一路逆转，至 2010 年日本对华贸易依存率为 20%，中

国对日贸易依存率为 11% ( 参见表 2) 。这意味着中国在中日经贸关系中

长期被动的地位已经改变，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已经很深。

表 1 1991 年和 2010 年中日 GDP 的变化与比较

( 单位: 亿美元)

年 份 中国 GDP ( A) 日本 GDP ( B) A/B

1991 3766 34512 0. 11

2010 59847 54742 1. 09

增长倍数 15. 9 1. 6

注: 表中比例系根据中日公开发表的经济数据测算。

表 2 1991 年和 2010 年中日贸易相互依存率的变化

( 单位: 亿美元)

年 份
中日贸易额

( A)

日 本 中 国

对外贸易总额 ( B) A/B 对外贸易总额 ( C) A/C

1991 228 5518 0. 04 1357 0. 16

2010 2798 13894 0. 20 25336 0. 11

资料来源: 日本海外贸易促进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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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及中国崛起加重了中日间的战略猜忌。日

本学者国分良成在分析“1972 年体制”的形成原因时指出: “中美两国

与日本将苏联视为共同的对抗目标，实际上形成了战略性合作关系。后

来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成为日美中关系保持稳定的最大理

由”。① 然而，随着冷战后苏联威胁的 “消失”，“日美中关系保持稳定

的最大理由”已经动摇，特别是当中国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取得惊人

进步，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开始说 “不”

时，“中国威胁论”便有了一定的市场，“合作与防范”遂成为美日对

华政策的新共识。前外相河野洋平早在 1995 年的一篇文章中便已坦陈:

“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将加强防范和限制的一面。

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合作与竞争、抑制、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②

自不待言，对于美日不断强化对华 “防范”措施，中国也必然要做出

反应。从目前的状况看，中美日在安全层面上的互信与合作，不能说是

令人放心的理想状态。中美日三国已经由昔日相对单纯的战略合作者，

变成关系错综复杂的战略合作与竞争者。

再次是中日两国民众相互认知及情感的变化。在经济层面认知上，

20 世纪的 70、80 年代，中国既是人口大国和政治大国，同时又是人均

GDP 不及日本 1 /80 的穷国，因此在中国宣布放弃战争赔款、中日复交

后的一个时期里，负疚和感恩、同情和帮扶是日本民众不同程度持有的

心理。然而，时过境迁，面对中国走向强盛及近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疯狂

购物现象的直接冲击，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后形成的几近根深蒂固的优越

感，如今正被一种莫名的羡慕、嫉妒和无奈所缠绕。反观进入新世纪后

的中国，民众心中的日本经济形象已不如前。在政治层面认知上，中国

在显著提高了世界及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加了自信，日本却在

“正常国家”及“入常”的诉求上收获挫败感，当这种反差与中日间围

绕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归属、安全保障等问题的争议纠结在一起时，

便很容易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助推器，进而对两国民众的相互

情感产生负面影响。据日本内阁府抽样调查，日本人对中国有 “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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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分良成: 《“1972 年体制”的变化与发展协调关系之路》，《日本学刊》1997 年第 5
期，第 45 页。

河野洋平 ?日本外交の进むべき进路?、?外交フォーラム? 199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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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比例于 1980 年达到最高点的 78. 6%，1991 年降至 51. 1%。2012

年 6 月，中国日报社和 “日本言论 NPO”实施的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

果显示，中方受访者对日本 “没有好感”的比例为 64. 5%，日方受访

者对中国“无亲近感”的比例升至 84. 5%。 ( 参见表 3 ) 这一现象说

明，近 20 年来支撑中日合作关系的思想基础不是在加强，而是变得脆

弱了。

表 3 2005 ～ 2012 年中日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的变化

( % )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中方对
日方

有好感 11. 6 14. 5 24. 4 27. 3 32. 6 38. 3 28. 6 31. 8

没好感 62. 9 56. 9 36. 5 37. 6 65. 2 55. 9 65. 9 64. 5

日方对
中方

有亲近感 15. 1 11. 8 33. 1 24. 1 26. 6 27. 3 20. 8 15. 6

无亲近感 37. 9 36. 4 66. 3 75. 6 73. 2 72. 0 78. 3 84. 3

资料来源: 《2012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中国日报网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 / /

www. chinadaily. com. cn /hqzx /2012 － 06 /19 /content_15512904. htm; ?第 8 回日中共同世论调查

结果?、言论 NPO、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 / /www. genron － npo. net /world /genre /cat119 /2012 － a.

html。

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经济、政治关系及民众心理层面的变化，说明

两国关系正在进入历史新时期的 “拐点”。① 那么，何谓 “拐点”，“拐

点期”又具有哪些特殊含义呢?

就两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综合国力对比差距非常明显时，弱势一方

的选择往往是回避对抗，甚至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宁可做出有限度的退

让，也要维持两国关系的大局稳定。然而，当弱势国家的实力接近或赶

上原来的强国并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时，便意味着两者的关系需要

“重构”，也即进入“拐点”。

“拐点期”是变数增多的敏感期。就两国关系来说，随着双方物质

层面上实力对比的接近，精神层面上的相互认知和情感、态度也必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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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先驱导报》2008 年 7 月 8 日上发表的《中日关系拐点十问———两国专家共同求

解未来》一文中，介绍了中日学者关于恢复首脑互访后中日关系出现拐点的看法。但与本文

所说的拐点含义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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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结果往往是一方要固守原有的地位、利益和优越感，一方要

提出与自身实力相符的新诉求，当双方的意愿和要求无法找到平衡点

时，冲突就在所难免。

从历史上看，1895 年甲午战争的结束是中日关系第一个大周期的

终点和第二个大周期的起点。在第一个大周期里，隋以后的日本虽然在

政治上摆脱了对中国的依附 ( 尽管曾在明代再度受封) ，甚至两度向中

国发起挑战，但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其自身亦无

法摆脱来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换个角度说，古代东亚特别是东北

亚之所以出现相对意义上长期稳定的秩序，软硬实力兼具压倒优势的中

国因素是基本依据，当这种优势真正遇到近代日本的挑战时，那就不只

意味着中日关系进入 “拐点”，而且意味着东亚秩序也进入了 “重组”

的“拐点”。结果，日本以甲午战争军事对决的极端方式打败清朝，掌

握了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结束了“拐点期”。

中日关系的第二个大周期是以日强中弱为前提展开的，不幸的是这

一前提竟成了近代日本恃强凌弱的依据，中国的步步退让，换来的是日

本扩张野心从“蚕吃桑”到 “蛇吞象”的恶性膨胀，中华民族被逼到

了亡国灭种的境地。二战以后，日本再度崛起并创造经济奇迹，中国则

在近 30 年里奋起直追，急剧地缩小了中日间的差距，近代以来两国的

“强弱”关系首次呈现出“强强”相向的局面，这意味着第二个大周期

的“拐点”已经到来。今后，拥有日本 10 倍人口和 25 倍国土的中国

越发走向强盛，应该说不是外力所能阻止的。历史不会重演，但可能惊

人地相似。在至为敏感的“拐点期”，中日两国应“风物长宜放眼量”，

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大

周期的“拐点期”，两强并立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无法改变的格局，而比

较强势的天平逐渐向中国一方倾斜具有较高的概率。换言之，时间属于

中国。中日两国要想平稳地度过 “拐点期”，既需要大智慧和长远眼

光，也需要未雨绸缪，从现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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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国民众要摈弃东亚 “一山不容二虎”的陈旧观念，控制

焦躁或浮躁情绪，以平常心看待彼此的发展和变化。对于两国的政治家

来说，关键是要保持头脑清醒，高瞻远瞩，把握方向，不为一时一事自

乱阵脚。同时，在大众传媒工具高度发达的环境下，两国学人和媒体也

应本着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谨言慎行。

其次，学会合作中竞争、竞争中合作的艺术。现在的中日关系已不

是过去那种“为了友好”什么事都好商量的时代，而是到了因为有利

益才合作、通过竞争才能使利益最大化的 “成人关系”时期。良性的

合作与竞争，可以使中日两国形成一种彼此利益难以分割的黏合关系，

从而不断夯实合作关系的基础。“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历史留给我

们的经验和教训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不畏浮云遮望眼”，从现实看，

中日两国合作双赢的空间还大得很。

最后，对于导致两国民众情绪激化甚至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领土领

海争议，中日两国应严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本着求同存异的精

神，在暂时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任何一方不得跨越 “搁置争

议、维持现状”的“红线”。

古人云: “四十不惑。”中日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经历了友

好、合作、恬淡、竞争、敌对的不同局面。中日复交所走过的 40 年道

路，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暂短一瞬。我们应该在历史留下的这份沉甸甸

思考中变得更聪明，更能把握两国关系的本质!

( 责任编辑: 李璇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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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要约

钓鱼岛と中日!の直面する挑"

劉 江永

2012 年は中日国交正常化 40 周年に たる年であるが、 しかし、 #国!は改
善されるどころか、 むしろ日本政府の钓鱼岛 购买 によって急に$化されて
しまった。 钓鱼岛领土主%问题は、 すでに中日!の直面する最大の问题と
なっている。 中日!は新たな&史の四つ’に立たされ、 政冷凉 の倾向が
表れ、 非常に(しい试练に直面している。 野田内阁で)定した 钓鱼岛の购买
は、 その特定の国内外の背景を有し、 日本未の"略进路にかかわる问题であ
る。 钓鱼岛海域における中国海监の船による巡航の常态化は、 钓鱼岛の购买
及び 国有化 を通じて钓鱼岛にする所谓 平*·安定管理 を维持しよう
とする日本政府の企てを彻底的に打ち破った。 、 中日!の+展のビジョン
には,々な可能性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が、 しかし、 -.视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中日#国は、 $循环に深く/らないように努め、 "略互恵!という大きな0组
みの下、 中日平和友好约 の精神に基づいて适切にこの厄介な问题を1理す
べきである。

2换焘に直面して: &史的视野における
中日!の3迁と现宓的思考

楊 棟梁

&史的に见れば、 1895 年の甲午" (日本では日清"という) が中日!
の第一回周期の终焘と第二回周期の起焘となった。 19 世纪半ば以降现れた中日

!の第一回周期の 2换焘 の,子と比较してみれば、 泾における缏合的
宓力の接近や相互依存!の化、 政治における"略的协力者から"略的协力者
および竞者への化、 思想·意识における相互认知および感情·态度の化な
どから见れば、 目下の中日!は、 中日!史上の第二回周期の 2换焘 に
差し掛か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近代以降の日中#国の 强·弱 !は、 始
めて 强·强 の向かい合う,态を呈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2换期 は、 
の4加というデリケ5トな时期であるだけではなく、 中日!の再构筑の时期
でもある。 2换期 を*便に渡ることは、 中日#国ともに揸うべき&史的使命
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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